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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机制

杨 忍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

摘要：在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多重影响下，乡村地域空间普遍经历空间重构过

程。着眼于互联网经济驱动下的乡村重构内在机制剖析，本文选择珠三角地区淘宝交易活跃

度居全国之首的淘宝村——广州市番禺区里仁洞村为典型案例，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以行动者

网络理论为分析框架，剖析珠三角大都市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机制。研究

表明：地方政府、制衣作坊、村委会、电商创业能人、同乡社会网络等关键行动者依其目标愿景

和行动逻辑参与村里土地价值的追逐和获取实现，共同演进和建构起淘宝村产业阶段性演替

和空间价值积累的行动者网络过程，其历经政府主导的农业去中心化阶段、市场主导的工业化

阶段，以及同乡社会网络主导的电子商务化阶段。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构成核心驱

动力，通过利益赋予联结到一起，依据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精英逻辑推动乡村空间重构实践，

重构结果引发空间社会关系的变化，触动动力机制的转变，并通过空间的重新塑造和价值改变

来实现，从外源动力主导向内生发展动力转变，带来新一轮空间重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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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中国农
村地区的经济形态、土地利用、社会结构和生态环境等方面普遍经历急速转型过程[1-2]。
西方发达国家的乡村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经历了急剧转型与分化过程，农业部门
趋向多元化，“第二住宅”的逆城市化现象出现，原有乡村研究以城市为主导的现代主义
立场受到批判。寻求乡村转型发展的话题越发引起国内外乡村地理学界的广泛关注[3]，随
之产生了乡村田园牧歌式理论[4]、消费性乡村[5]、后生产主义乡村[6]、多功能农业[7]等理论
主张。乡村重构研究在乡村研究的内省和复兴过程得到极大的重视，其研究理论视角跳
出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等
聚焦社会组织形式质变的乡村转型争议性的分析框架[8]，将乡村发展和空间变化视为一种
多维度并互相联系的整体现象[9]，主张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文化等多方面综合认
知乡村重构过程[10]。经济重构是乡村重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关注技术变革对农
业经济衰退的影响[11-12]。乡村重构研究需要跨地域以及多学科多方法集成[13]，以深度访谈
法探讨乡村移民生活、社区、身份认同和地方感的重构变化[14]。Marsden等强调以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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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为主的社会空间重构分析，将地方看作一个由一系列社会关系构成的“约聚场所
（Meeting Place）”，这些社会关系由不同利益追求的行动者们捆绑在一起形成[15]。基于
中国实践，龙花楼构建了乡村地域的“要素—结构—功能”理论框架探讨乡村内外部系
统要素变化对乡村重构的影响及乡村重构在经济、社会和空间方面的实现路径[16]。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数字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技术不断向乡村地区蔓延
和渗透，乡村电子商务逐渐兴起，引发新的乡村重构过程。已有研究表明，互联网技术
对乡村重构具有正效应，通过提高信息可达性和新型社会网络的创建，促进非农就业的
多样化[17]。同时能够减少乡村市场隔绝，提高供应支持和与外部市场的竞争力[18]。在中
国，电子商务凭其技术和资金的低门槛优势成为乡村重构的新动力之一，出现以“特色
产业专业村+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为发展模式的淘宝村。依据阿里研究院的定义，淘宝
村是指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1000万元以上、活跃网店数量达100家以上的大量网商聚集
的村落。淘宝经济嵌入乡土社会，依赖熟人关系网络的支持，形成家庭分工的淘宝市
场，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又加强了熟人关系网络[19]。基于熟人社会形成的契约关系为主的
合作模式发挥了协同效应[20]，产生的就业和财富效应通过地理邻近和关系邻近的辐射和
示范效应带来自下而上的人才和产业的空间集聚[21]。淘宝村以“互联网+”形式耦合第一
二产业基础，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其融合路径和适应乡村分散
式布局特点，是促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可行之道。围绕淘宝村形成路径和内在逻辑
机制的综合研究，有助于认知淘宝村发展的规律和厘清多维动力的聚合机制，为引导培
育和支持乡村数字化经济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当前，淘宝村呈集群趋势发展，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聚集分布特征，珠三角地区是
其主要集聚地之一。珠三角地区乡村产业转型过程恰逢互联网时代兴起，催生了乡村淘
宝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和新需求，引发乡村剧烈重构。目前乡村重构的研究主要从经
济、空间和社会重构等方面分析其过程及影响因素。然而，乡村重构的触发和实现取决
于行动者的集体行动，不同角色行动者之间的行动差异，取决于其背后动机，需要深入
探讨乡村重构的主体联结机制和稳定性问题。鉴于此，本文从行动者网络视角切入，基
于全球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背景，选择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里仁洞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
深入剖析，解析珠三角都市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过程中多主体参与和协同过程及其内在
逻辑机制，以期丰富乡村地理学对数字化驱动下的乡村发展转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2 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2.1 行动者网络理论
本文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对里仁洞村的乡村重构过程及其

动力机制进行深度剖析。行动者网络是 20世纪 80年代由法国社会学家Callon、Law及
Latour等提出的科学实践研究方法。该理论将来自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的一切因素纳入
到统一的解释框架，将人类和非人类因素视为同样具有能动性的异质行动者，通过转译
过程互相嵌入和共同建构，演进成异质性网络。在“行动者网络”中，每个结点都是一
个具有主体地位的行动者，包括人类与非人类，非人类行动者通过有资格的“代言人”
获得主体的地位、资格和权力。结点之间以关系相连接，共同编织成一个相互协调和行
动的无缝之网。不同行动者在利益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呈现出异质性，需要通过转译
过程（Processes of Translation）转换其他行动者。转译是行动者的一种角色界定，通过
问题和利益相互界定各自的角色[22]。行动者转译通过“必经之点”（Obligatory Poi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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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age, OPP），行动者之间便组合起来，形成一种稳定联系的行动者网络。此动态过程

通常要经历5个基本环节：问题呈现（Problematization）、利益赋予（Interestement）、征

召（Enrolment）、动员（Mobilisation）和排除异议（Dissidence） [23] （图1），即关键行动

者通过指出其他行动者利益的实现途径，将不同行动者关注的对象问题化，使关键行动

者的问题成为所有行动者实现各自目标的“强制通行点”，通过各种装置和策略将利益赋

予其他行动者，界定其他行动者在网络中的角色，从而结成网络联盟，其他行动者被

“征召”而成为联盟成员，关键行动者作为整个网络联盟的代言人（Spokemen），对其他

行动者行使权力和展开“动员”，以维护网络的稳定运行。网络的稳定性取决于各个行动

者利益的不断转译，网络内部也可能因异议出现偏离网络的力量而需要克服。行动者网

络理论正是通过关注行动者和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来揭示网络构建的动力与模

式，分析网络的稳定性与发展可能[24-25]。行动者网络为不同行为主体的参与和协同机制研

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本文将基于ANT视角深入探讨里仁洞村乡村重构的行动者网

络建构和稳定性问题。

2.2 乡村重构分析框架

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步发

展，加快了乡村重构过程。乡村重构普遍受

到多元驱动力作用，主要有政府力、社会

力、市场力、其他 4 种类型 [26]。作为具有能

动性的行动者，政府力基于国家宏观目标或

制度主导乡村的发展方向，市场力和社会力

紧随政府力调整而变化，既受到政府力的约

束，又在约束中寻求自身的发展空间以达到

利益最大化。

在乡村重构的不同阶段，对解决自身问

题的诉求最大的行动者，最有可能成为引导

行动者网络建立的关键行动者，主导乡村重

构过程。乡村重构过程会带来乡村空间、经

济、社会等方面的转变，包括土地利用结

构、物质空间功能、土地发展权流转或租赁

市场、产业类型与多样化、社会关系网络重

构等。乡村重构的结果也会反馈回行动者网

络之中，影响行动者的行为意图和空间实

践。当关键行动者意图发生改变，行动者网

络的目标（OPP）随之发生变化，关键行动

者之间可以互相转换，并且重新定义参与乡

村重构的其他行动者角色，带来新的乡村重

构过程 [27-28]。乡村重构是政府力、市场力与

社会力等行动者相互作用、共同演进的结

果。因此，在中国乡村重构研究中，必须将

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等的行动逻辑和相

互作用过程纳入讨论范围（图2）。

图1 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
Fig. 1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actor network

图2 乡村重构分析框架
Fig. 2 Th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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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区与方法

3.1 研究区域
里仁洞村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西南部（图3），所在镇与广州主城区仅有一江之

隔。该村交通条件优越，东西向有城市主干道兴业大道、金山大道穿村而过，南北向有
城市主干道番禺大道、新光快速路穿过。全村总面积约为4.1 km2，村辖区内有13个庄，
称为“里仁洞十三庄”。截至 2020年 1月，里仁洞村有户籍人口 5711人，户数 2172户，
流动人口约为20400余人。村集体年总收入约为1743.56万元，人均收入17304元，主要
经济收入来源为村集体土地、厂房、商铺等物业出租。2009年第一家淘宝店入驻里仁洞
村，2013年里仁洞村被阿里研究院列为全国首批20个“淘宝村”之一。根据《广州蓝皮
书》统计，2019年里仁洞村淘宝商户有600家，年销售额达9.78亿元，快递派送点有20
个，年均发出快递包裹数量超过5000万件，2019年村内网店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出租
屋3536栋，商户2162间，其淘宝交易活跃度居国内第1名。

3.2 数据收集
为深入了解里仁洞淘宝村的重构过程，了解参与其中的行动者的行为演变以及他们

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本研究团队于2018年3—4月、2019年5—6月、9月、2021年5月
在广州市里仁洞村进行实地调研，系统地对村委会干部（4人）、本地村民（25人）、制
衣厂厂商（15人）、电商创业能人（10人）、外来务工人员（15人）、物流公司（10人）、
零售业从业人员（10人）等 84个相关对象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此外，文中 1992年的土
地利用数据来自 2013年广州市村庄规划调查资料，2006年、2010年、2019年的土地利
用数据是利用谷歌地图的卫星影像目视判读及解译而得，并结合实地调研和访谈对解译
结果进行修正和完善。

4 里仁洞淘宝村重构的行动者网络过程

里仁洞淘宝村空间重构过程经历了3个阶段的演替：① 农业去中心化阶段（1992—
2003年），在政府主导下，从传统的农村生产性乡村转变为房地产、劳动密集型工业、
物业租赁业为主的混杂性乡村；② 乡村工业化阶段（2004—2008年），在市场主导下，

图3 里仁洞村区位
Fig. 3 The location of Lirendong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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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零散发展的乡村转变为工业集聚性发展的乡村；③ 电子商务化阶段（2009年至
今），在社会网络主导下，从工业集聚发展的乡村转变为电子商务集聚发展的乡村（图4）。

4.1 政府主导的农业去中心化阶段：行动者网络的形成与转译
1992年以前，里仁洞村处于普通农村发展阶段，以种植业为主，村集体建有小型农

产品加工厂，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村庄用地主要以农用地和
水域等为主，1991年村庄建设用地仅占总用地面积约8.45%。1992年政府主导的撤县设
市和迎宾路建设开启了里仁洞村农业去中心化过程。该阶段的行动者主要有广东省政
府、广州市政府、工厂、村委、村民、外来务工人员、房地产开发商、道路、集体建设
用地和农业用地等。在问题呈现阶段，关键行动者广东省政府目标是推动城市化快速发
展，其角色转化为广州市政府代为执行，并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行
政征召方式主导了该阶段里仁洞村的乡村重构过程。

在征召动员阶段，政府首先于1992年将里仁洞村所在的番禺县进行撤县设市，里仁
洞村所在的区域发展功能定位从农业生产转向二三产业，被纳入广州市城市化和工业化
空间扩张范畴。广州市政府主导修建了贯穿里仁洞村、连通广州中心城区的一级公路—
迎宾路，提升了里仁洞村的交通区位条件。围绕“城市化发展”的OPP，政府通过提升
优势区位，结合里仁洞村的低廉土地供给，把城市化发展的利益赋予和转换成其他行动
者的共同利益，引导其他行动者成为行动者网络的联盟成员。利得鞋厂等劳动密集型加
工工厂陆续进驻里仁洞村，以招募方式征召和动员大量外来务工人员，1995年时达8000
余人。村委会通过与工厂签订长期租赁协议，并组织村民开发集体用地，将其租给工厂
和外来务工人员，发展起物业租赁业（受访村民 1：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需求大，条件
要求也不高，村里大家就积极加盖楼层到5~6层，这样能带来每月5000~6000多元收益，
几乎家家都盖）。2000年政府再次以行政区划调整的征召方式深化推进起城市化目标，
将里仁洞村所在的番禺市进行撤县设区。广州市政府对番禺区从拥有代管权转变为拥有
财政管理权，在一级财政管理权被收回前的过渡期，番禺政府通过协议方式将里仁洞村
大量土地转让给房地产开发商，导致里仁洞村土地转让出现超前“透支”。在两级政府的
利益博弈中，城市化发展的利益进一步被赋予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商被征召到行动者网
络中。华南碧桂园等大型楼盘在里仁洞村落地，里仁洞村成为广州中心城区人口外移的
主要接纳地以及功能疏解地区之一，村里农业功能进一步弱化（受访村民2：2000年前
后，华南碧桂园来了，土地被征用，别说生产粮食，连种菜地方都少了）。

图4 里仁洞淘宝村重构的行动者网络过程
Fig. 4 The actor network process of reconstruction in Lirendong, Taobao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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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2003年广州市政府主导推动的行动者网络实现转译的结果，引发了里仁洞村
产业、用地、景观、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转变和重构，呈现出“土地城市化”和“农业去
中心化”的过程。里仁洞村的工业、房地产和物业租赁业等起步发展，土地利用类型趋
向多元分化，工业用地沿主要道路延伸扩张，城镇住宅建设用地在更靠近广州中心城区
的区域大面积增长，农用地和水域用地呈现极速非农化转变特征（图5）。由于缺乏统一
规划，里仁洞村景观上呈现出现代楼盘与传统村庄城乡混杂的典型特征（村委委员：

图5 1991年、2006年、2010年和2019年里仁洞村土地利用
Fig. 5 The land use pattern of Lirendong Village in 1991, 2006, 2010 and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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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里仁洞进行第一轮村庄规划，将可扩展为建设用地的土地重新分配，宅基地面积
在原有基础上也进一步扩张）。伴随外来务工人口大量涌入，里仁洞村在当地地缘、血缘
为纽带的熟人网络之外，涌现出由工厂务工人员形成的、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
络，本地村民生计转向非农化行业，主要从事租赁业、零售业，或进入工厂务工，两个
社会网络存在既互相独立，又存在部分交织（图6）。

4.2 市场主导的乡村工业化阶段：行动者网络二次转译
进入21世纪，关键行动者广州市政府提出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

范城市”的核心意图，其重心转移到中心城区，在里仁洞村乡村重构过程中参与的角色
相对弱化。2004年一批制衣作坊陆续入驻里仁洞村，成为里仁洞村乡村重构的新关键行
动者，出现新的OPP—“工业化发展”。关键行动者的转换，引起异议和非利益相关行动
者退出和新行动者加入。广州市政府由台前退到幕后，房地产开发商完成建设用地开发
后成为非利益相关者，退出关系网络。新进入行动者有：制衣作坊主、中大国际轻纺城
布料批发市场、十三行成衣批发市场、康乐村、服装配件企业等。在问题呈现阶段，随
着广州市政府对中心城区繁华地段的乱搭乱建、乱停乱放、乱摆摊、乱拉挂、乱堆挖、
乱张贴等“六乱”现象开展“地毯式”整治，来自中心城区康乐村、紧邻中大国际轻纺
城的制衣作坊，面临创卫工作的整治压力、日益增长的租金压力等问题，迫切需要寻求
新的发展空间。制衣作坊在邻近中大轻纺城布料批发市场、十三行成衣批发市场、沙河
服装城的里仁洞村找到了解决途径和新的目标——利用里仁洞村的区位优势和低成本租
金转移和拓展新的制衣加工空间（制衣厂负责人 1：当时“六乱”整治，我们部分厂子
都在寻找地方，里仁洞租金和位置都不错，我们部分就搬来这里了）。制衣作坊从业人员
以重新开办制衣作坊的创业行动，和里仁洞村的村民建立了房屋租赁契约关系。以家庭
为单位的小型制衣作坊，通过租金租赁的利益赋予方式，把村民和村民住宅征召和动员
到里仁洞村制衣加工的行动者网络之中。随着康乐村大量制衣作坊外迁至里仁洞村，制

图6 里仁洞村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示意图
Fig. 6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ocial relation network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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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作坊将集聚空间的利润价值赋予相关配套企业，随之棉线、胶带、样衣设计等相关辅
料供应和配件类工厂与门铺等相继进驻里仁洞村，逐渐形成了具有垂直和水平联系的规
模化服装制造加工产业集群。

同时，里仁洞村重构还存在另一个行动者网络运作过程。在政府主导推动的当地城
市化发展行动者网络中，伴随政府参与角色从台前退到幕后，关键行动者转换为当地村
委会。村委会在市场驱动下，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利用集体土地产权的模糊和缺
失及不完整性，通过出租集体土地和物业等方式获取土地租金剩余，并主导了当地乡村
工业化过程。2007年村委会以成立村级工业园的具体行动，将工业园管理公司、村内建
设用地、工业企业、外来务工人员等征召和动员到里仁洞村工业规模化的行动者网络
中。村委会成立专门部门负责招商引资，将村内建设用地租赁给第三方公司统一管理，
在村庄内部西南地块建成冼庄工业园和金山工业园两个村级工业园，其中金山工业园占
地面积 4.7 hm2，建筑面积约 80000 m2，共有工业厂房 10栋，办公楼 10栋，冼庄工业园
共有工业厂房9栋，办公楼1栋，主要以加工制造和零售批发等生产性加工业为主，推动
了里仁洞村乡村工业化进程。

2004—2008年，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由于存在基于村民个人行为的非正规租房市
场，其对出租物业用途监管缺失，规模偏小、技术需求低下、生产联系松散的大量制衣
作坊与配件类企业分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楼内。在密集居住区内，产业空间与居住
空间相互依附和镶嵌，其空间重构更多反映在建筑垂直功能方向上发生了分异，住宅首
层作为制衣作坊生产空间，二三层以上作为居住空间，形成独特的工业、商业及居住在
垂直空间上的混合利用景观。伴随大量外来人口入驻里仁洞村，本村村民在以房屋换取
租金后纷纷外迁，村民与村委之间的关系因距离和缺乏利益缔结而趋向分离，原有相对
独立同质的社区社会结构逐渐松散和瓦解，而自发、分散的家庭作坊发展模式也使得作
坊主之间的关系相对游离（图6）。村委会利用当地土地资源发展村级工业园，推动村内
部分未利用地和林地转变为工业用地（图5）。至2010年，村庄内部工业用地面积约占总
用地面积的 7.09%，集中连片的工业用地主要分布在村西南部，其余工业用地均与住宅
用地相互镶套，呈现出混杂、低效和破碎的特征，与工业发展配套的商服用地也增加了
7.91 hm² （表1）。整体空间格局呈现为村内工业生产空间呈团状散布在道路两侧，居住
空间呈块状分布在内部，农业空间呈面状分布在外围，各自分散嵌入村庄内部。

表1 里仁洞村各时点的土地利用数量结构
Tab. 1 The quantitative structure of land use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in Lirendong Village

土地利用类型

耕地

林地

农村宅基地

城镇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商服用地

公服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未利用地

1991年

面积(hm²)

284.85

5.90

34.63

0.00

0.00

0.00

0.00

20.17

40.08

24.37

占比(%)

69.48

1.44

8.45

0.00

0.00

0.00

0.00

4.92

9.78

5.94

2006年

面积(hm²)

48.14

63.82

66.03

116.93

25.17

0.00

2.29

38.45

1.84

47.33

占比(%)

11.74

15.57

16.11

28.52

6.14

0.00

0.56

9.38

0.45

11.54

2010年

面积(hm²)

34.26

57.73

61.81

115.68

29.07

7.91

1.95

49.13

0.23

52.24

占比(%)

8.36

14.08

15.08

28.21

7.09

1.93

0.47

11.98

0.06

12.74

2019年

面积(hm²)

0.00

66.91

59.82

127.12

44.53

37.37

9.95

53.61

5.56

5.13

占比(%)

0.00

16.32

14.59

31.00

10.86

9.12

2.43

13.08

1.35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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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同乡社会网络主导的电子商务化阶段：行动者网络三次转译
在里仁洞村工业化规模化发展后，里仁洞村的发展面临新的转型。2009年阿里巴巴

的淘宝电子商务平台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卖场，里仁洞村初具规模的制衣作坊空间吸
引了首个淘宝电商创业者入驻，进驻里仁洞村从事淘宝贸易的人越来越多，电商创业能
人成为里仁洞村新一轮乡村重构的关键行动者。电商产业相关行动者包括电商创业能
人、客服、仓管等电商从业人员、村民，以及村民住宅、同乡社会网络等非人行动者。
在问题呈现阶段，来自广州沙河服装城、从事服装贸易的罗文斌面临着如何降低租金成
本和拓展销路的经营难题，亟待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在一番考察后他提出在里仁洞村发
展服装电子商务的思路，成为淘宝村行动者网络发展的OPP。在征召和动员过程中，罗
文斌以合作开淘宝店的行动首先把亲戚和村民征召到当地淘宝发展的行动者网络中。在
淘宝创业产生的就业和财富效应征召下，罗文斌的潮汕老乡、员工、亲友等也被动员到
淘宝创业网络中。关键行动者罗文斌不断将创业经验传授给同乡亲友，为其提供仓储和
物流等资源，带动当地淘宝店数量的增长。罗文斌的同乡亲友又将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
协同到淘宝村的行动者网络中。电商创业能人征召的同乡社会关系网络，通过网络涟漪
效应，不断征召和动员一批又一批同乡亲友到里仁洞村进行淘宝创业，共同成为淘宝村
重构的关键行动者。2010年底里仁洞村集聚了大约 50家淘宝店，2011年增长到 200多
家，2012年超过1200家电商在此集聚。随着新电商不断涌入，淘宝店主与村民在经济利
益上出现了异议，电商日益面临租金上涨压力，随着空间资源的利用饱和，发展空间不
足的问题随之凸显。为了稳固共同利益网络，部分电商创业能人向周边自然村扩散，并
带动以其为核心的同乡社会网络整体向周边自然村迁移，里仁洞村的电商产业空间随之
向村庄四周蔓延扩张。同时村民逐利大量加建住房，使得村落建筑密度与日俱增，“一线
天”“握手楼”的城中村景观显现。面对电商创业能人集聚带来的就业机会，以生活配套
服务为主的零售商受到征召而进驻，当地餐饮等服务业随之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里仁洞村约90%的电商从业者来自于潮汕地区。电商从业者大量涌
入以及村民的大量外迁，里仁洞村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网络，首位电商创业能人罗文斌成
为里仁洞淘宝村的“代理村长”。传统熟人逐渐社会瓦解，趋向现代化的城市社会形态，
发展网络不再局限于地域性边界（图 6）。电商从业人员之间保持密切合作、互帮互助，
以及对于流行款式、货源信息的互相分享。电商从业人员与村民之间，维持着租赁和被
租赁的协议关系；电商人员与制衣作坊之间，存在着商业合作关系。里仁洞村的淘宝店
主要经营女装，订单量较大的淘宝店一般采用线下生产方式，拥有独立生产车间或与村
内制衣作坊合作；小规模淘宝店普遍通过服装批发市场取得货源。在空间上，里仁洞村
服装制造业集聚的专业化空间转变为一个电子商务产业集聚的多元化空间，呈现出“前
店后厂”“上店下厂”的空间特征，村庄主干道沿街成为了商业及服务业的空间，内部街
巷则为生产及配套空间。其中，建筑首层普遍为服装生产和加工制造的生产空间或批发
与物流空间，二层及以上为电商经营空间，单栋建筑通过网店与生产工厂之间产生垂直
空间联系，位于住宅楼中的淘宝商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体现了电商空间
的多样随意性和灵活分散性。该时期，里仁洞村城镇住宅用地、工业用地、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均有所增长，商服用地增幅最大，占比从2010年的7.19%增至37.37%，土
地利用多元分化的城乡混合土地利用形态基本形成（表1）。在电子商务驱动下，里仁洞
村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物流网络创造出了时空压缩环境，以较低的成本更直接而便捷地链
接更为广阔的产品消费市场，依托于电子商务平台将传统的服装产业重新包装成新的产
品销往外界市场。里仁洞村与广州城区以及世界各地之间信息流、资金流、人流、物流
的频繁流动和联系，强化了其经济上与外界密切联系而空间上分散化的布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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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里仁洞淘宝村重构的内在逻辑机制分析

5.1 乡村重构中的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精英逻辑
珠三角地区乡村的空间重构受到多元核心行动者的驱动作用，主要有政府主体、市

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各主体遵循着不同的行为逻辑开展乡村重构实践。
（1）政府主体主导下的乡村重构一般沿着基于宏观目标的“向下发包”和“向上负

责”的政治逻辑开展。中央政府角色定位于制度、战略和政策制定，各级地方政府负责
具体实施。各级政府之间存在“下级服从上级”的权力关系，在完成规划指标的强力制
约和考核激励下，上级政府的意志转换为下级地方政府的角色代为执行，上下级政府相
互配合，往往同为目标和行动一致的行动者。由政府构建的乡村重构的行动者网络，其
OPP与同时期的国家宏观目标或制度密切相关。有时上下级政府之间也会因为税收、目
标等分歧产生异议而出现潜在的利益博弈过程。里仁洞村的农业去中心化过程体现了省
市一级政府的强势主导性作用，当地政府也试图争取自身的财政控制权，乡村在推动城
市化发展的宏观目标下被动裹挟进城市土地扩张的版图中。政府通过国家制度或政策管
制乡村土地利用格局发展方向，也影响着乡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展，从而影响农户的非
农就业和非农收入。

（2）市场主体支配的乡村重构一般沿着资本逐利需求的市场逻辑开展。企业是市场
的主体，其构建行动者网络的OPP往往与降低成本有关，这是企业在市场中成功的主要
决定因素。企业会采用多样策略在市场竞争中寻求成本优势，寻求新的更低土地成本的
发展空间是其重要方面，企业通常以城市资本与低廉的乡村土地资源叠加，推动乡村土
地开发进程。为了规避失败风险，企业通常选择具有区位优势的近郊或有生产历史的乡
村，通过策略性投资，带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乡村空间重构，创造其效益和发展
机会。若在村级工业园等当地市场管理机构的前瞻性干预下，企业更能够发挥其市场策
略，比如集中化趋势策略，在乡村地区形成规模经济优势。市场主体构建的行动者网络
通过招募的征召方式，会为乡村带来大量外来人口，不仅在乡村创造大量工业化景观，
比如服务大楼、工厂、仓库、宿舍等构筑物，也嵌入当地传统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

（3）社会主体主导下的乡村重构过程一般依靠精英个人资本和特质链接和传递更广
泛的社会网络，为乡村带来质变影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精英逻辑。乡村精英可以是小
企业，也可以是村长、本地村民、外来人员等，也称乡贤群体。乡村精英具有区别于普
通村民的特质，一方面身处其他更大空间尺度的群体和网络，而能够抓住新知识、新思
想，能在乡村地区调动资源并将所获得知识重新语境化。乡村精英长期扎根或游走乡村
地区，能识别社会需求、创新解决方案并为其找到本地支持，其构建行动者网络的目标
（OPP），不限于个人财或就业方面的逐利性动力，还掺杂有情怀、面子、人情、责任、
成就感等情感性动力，通过诸多情感因素树立的形象，成为精英个人人格力量及其在乡
村社会的权威来源。社会网络是乡村精英链接乡村社会和乡村以外区域的重要渠道，也
是乡村精英征召和动员的重要行动者。社会网络协同进精英构建的行动者网络后，将有
用的社会资本从城市转移到乡村，促进乡村发展和空间重构，进而成为具有能动性的关
键行动者。因此，在社会主体主导的行动者网络中，通常是乡村精英与社会网络共为关
键行动者，协同征召、动员和稳固乡村重构网络。在里仁洞村电子商务化发展阶段，乡
村精英是电商创业能人群体，表现出与当地传统村民不同的特征，比如富有企业家精
神、年轻化、文化素质较高（高中以上）、具备互联网技能和思维等[29]。首位电商创业能
人罗文斌，在帮扶带动同乡创业以及当地电商产业规模化发展后，已成为里仁洞村本地
及外来人口中的“淘宝村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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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乡村重构的行动者与空间实践相互作用关系
关键行动者的能动性对乡村重构具有主导作用，政府、市场、社会等不同行动者之

间通过利益赋予联结在一起，利益赋予是关键行动者征召和动员其他行动者的必经路
径。首先，各行动者对乡村空间的利益认知来自与空间相关的制度、经验与知识[30]。地
方政府、企业、乡村精英、农村集体各主体基于对生存和发展的追逐，以最大限度获取
土地价值。政府关注的是近郊里仁洞村土地城镇化的开发价值，工业企业和电商创业能
人看重低廉土地空间和优势区位带来的成本收益，村集体和本地村民关注的是模糊产权
制度下土地出租的可观收益；其次，一方行动者的空间实践刺激了其他行动者对于占有
资源的认知与利用，从而激发了其他主体的行动力。在行动者网络中，对解决自身问题
的诉求最大的行动者，最有可能成为引导行动者网络建立的关键行动者。在里仁洞村的
农业去中心化阶段，地方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主导修建了公路后，使得加工企业和房
地产开发商改变了对土地和区位价值的认知，从而进驻里仁洞村开展市场活动；进而，
各个行动者的空间实践带来了空间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的变化。研究权力关系的唯一
途径就是通过研究权力内嵌其中的社会实践[31]，权力行使的最终目的是获取利益和报酬[32]，
权力的运行和利益的获取需要在一定的“场域”中进行，空间承载了权力与利益的连
接。关键行动者通过利益赋予加强与其他行动者的社会连结以巩固网络关系，其相互作
用的平衡点在于各个行动者的利益均衡。里仁洞村的政府官员具有话语权和整合社会力
量的权力资本，工业企业具有商业化运作的市场资本，创业能人具有同乡关系网络动员
的社会资本，均处于权力行使的核心地带。里仁洞村重构的过程即各个行动者寻求各自
利益的过程。在利益的角逐中，各行动者凭借空间实践中形成的自身资本直接约束着里
仁洞村的空间重构演进方向按着一方的意愿为之，从而使得里仁洞的乡村重构在最大程
度上实现了利益杠杆的平衡。

由政治逻辑、精英逻辑与市场逻辑碰撞后形成的复杂空间利益博弈，使得里仁洞村
的空间重构景观呈现混杂性特征的演变。最后，空间重构的结果会吸引新的动力要素，
引发动力机制转变，并通过空间的重新塑造和价值改变来触发和实现，带来新一轮空间
重构过程[28]。都市郊区作为地区土地价值的洼地，同时享有周边地区带来的外部性，因
此成为专业市场寻求利润最大化发展的极佳载体，而郊区区位的改善离不开政府的建
设。在里仁洞村，政府主导下的农业去中心化过程形成了初步完善的空间重构结果—联
通里仁洞村和中心城区的高速公路，既吸引中心城区的制衣厂迁入而形成集聚，也吸引
一批工业企业进驻，引发乡村重构的动力机制从政府力向市场力转变。农村集体组织掌
握着集体土地资产，但并不拥有土地完整产权，市场开发商的进入使农村集体组织获得
了一个长期实现集体土地价值的可行途径，因此农村工业园和市场能在集体土地产权的
特殊性叠加下被顺利开发，形成珠三角特色的“自下而上”工业化路径。市场作用下初
步成熟的产业集聚空间又为里仁洞村电子商务化阶段电商在本地创业奠定了空间基础，
触发乡村重构的动力机制从市场力向社会力转变。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立足于当前全球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背景，采用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以广州

市里仁洞村为案例地，深度剖析大都市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的过程和内在逻辑机制。地
方政府、房地产投资商、制衣作坊、加工企业、村委会、村民、电商创业能人等人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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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和土地、道路、村民住宅、同乡社会网络、互联网等非人类行动者构成里仁洞村重
构的主要行动者。行动者们依据其目标愿景和行动逻辑投入各类资本，共同演进和建构
起里仁洞淘宝村产业阶段性演替和空间价值积累的行动者网络过程。其过程历经三阶段
转译，分别是政府主导的农业去中心化阶段、市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以及同乡社会网
络主导的电子商务化阶段。核心行动者随之由政府转换为制衣作坊，由制衣作坊转换为
电商创业能人和行动者网络。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构成珠三角地区乡村重构
的主要驱动力，行动者保有自身的知识而存在自主性，沿着各自的政治逻辑、市场逻辑
和精英逻辑开展乡村重构实践，并通过利益赋予联结到一起，其乡村经由外生动力主导
向内生动力发展。
6.2 讨论

行动者网络的关系取向是理解城乡融合过程中乡村空间跨地域性实践的理论基础。
淘宝村的出现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在网络的关系互动之下形成的各种发展可能。一
方面，里仁洞村存在珠三角地区普遍的“自下而上”乡村工业化的一般过程。在政府主
导下，乡村因地处广州大都市边缘而被动裹挟和并入城市土地扩张的版图中，既面临土
地发展自主权的逐步丧失和非农化的急速转变，又存在着借由区位和基础设施环境改善
带来的发展机会。村委会积极谋求利益最大化，利用集体土地产权的模糊和不完整性，
通过出租集体土地和物业等方式大量引进工业企业入驻，获取土地租金剩余，主导了乡
村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里仁洞村的发展又叠加了互联网经济带来的红利性发展过
程。首批制衣作坊和电商创业能人选择入驻里仁洞村固然有偶然性因素，但也只有里仁
洞村这样临近中心城区、空间上链接原料地和销售地的土地价值“洼地”存在发展的必
然。制衣作坊作为另一股动力同时主导了里仁洞村的服装专业产业的空间集聚，里仁洞
村走出另一条“特色产业专业村+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乡
村土地的“生产”或资源价值逐渐被消费性和住宅价值取代，并不断增值，表现为土地
和租金价格不断上涨。随着二产至三产升级，乡村的农地转化率在不断降低，城乡混杂
性景观在都市边缘形成。作为个案研究，考虑代表性和普适性，本文的结果研判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在乡村重构过程，遵循乡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关键问题，构建乡村发
展和治理的行动者形成聚合能力极为重要，把握宏观政策兼容借力政府推动，聚合形成
强有力的征召实现行动者网络的有序转译，推动乡村建设和重构。在互联网经济时代，
互联网数字经济是中国乡村振兴潜在动力，将分散化的乡村产品置于广大消费市场网络
中，综合权衡政府力、市场力和社会力，形成聚合力的行动者网络转译结果，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但不同地域类型地区乡村经济发展的数字化驱动的内在逻辑机制等有待进一
步强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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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or-network perspective on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typical Taobao villag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YANG Ren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Owing to the multiple influences of globalization,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rural regional space ha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reconstruction.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driven by the
internet economy, this study selected Lirendong Village in Panyu District of Guangzhou, the
most active Taobao trading villag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s a typical case. We had an in-
depth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ypical Taobao
villag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metropolitan area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analysis framework. The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the key actors, such as
local government, clothing workshop, village committee, e-commerce entrepreneurs, and social
networks of fellow villagers, participate in the pursuit and realization of land value in the
village according to their goal vision and action logic. Furthermore, these actors jointly evolve
and construct the actor- network process of periodic industrial succession and spatial value
accumulation in Taobao villages. The process has gone through the stage of agricultural
decentralization l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industrialization stage dominated by the market,
and the stage of e- commerce dominated by the social network of fellow towns people.
Government subject, market subject, and social subject constitute the core driving force. They
are linked together by providing benefits,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 practice i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political, market, and elite logic. The reconstruction results in the change in
spatial-social relations related to the changes in the dynamic mechanism. The reconstruction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reshaping of space and the change of value, from exogenous driving force
leading to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exhibition, thus initiating a new cycle of the spac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Keywords: rural development; rural reconstruction; actor network; Taobao village; rural
revitalization;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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